認同的力量
——政治力與非政治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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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麼努力滅中扶台，不管怎麼用力塗抹，包括李登輝、陳水扁以及其他獨派急進者在內，這個島上，誰的生活，都和「中國」脫不了關係……說自己是漢民族，如何對得起原住民？更何況，對岸有十幾億漢民族。講的是中國話，寫的是中國字，吃的是中國飯，血統當然是中華民族，獨派卻偏偏要割掉自己的中國臍帶，割得斷嗎？這樣一個緊密的中國結，豈是立委選舉、獨派意識，所能解開的？
             「短評」〈解不開的中國結〉，《中國時報》，A2，2004/12/09 

「台灣不僅是地理名詞，台灣認同也不只是地方認同。美國CIA官方網站列有世界各國及其國情，台灣位居其中，即以台灣為名，領土包括台澎金馬；全名從缺，並無中華民國之名。此為世人普遍接受的事實，但在台灣卻還爭論不休。有道是，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天下皆識我們為台灣，以中華民國之名，可以讓我們走遍天下嗎？
鄭育興，〈不分族群 攜手前行〉《自由時報》，A11，2004/9/30

孫中山：如果要我繼續當「國父」，今天一定要投票！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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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國民黨競選廣告，《蘋果日報》，A11，2004/12/11
這是一個認同的時代，充滿認同的危機與契機。每天我們翻閱報紙，在各種版面都可看到與認同相關的新聞或是宣傳。認同感的興起與冷戰結束後全球化的風起雲湧密切相關，各地區各民族的民族主義浪潮高漲，加上全球化後全球移民（含合法與非法）的興盛，在接受外來移民的同時，原本的優勢民族必須同時面對不同民族和文化背景的挑戰，種族衝突或是屠殺是極端不幸的回應方式與結果。因此，民族國家（nation state）與傳統自由主義下國家與個人相對應的二元政治模式，必須調整面對以民族或是族群為基礎的群體認同。

現代化中有兩種不同方向的認同標準：第一種是現代性（工業化）的價值認同，另一種則是後現代性（資訊化與全球化）的價值認同。第一種認同是使自我與小我認同於社會和大我；而後現代性的認同則是使社會相容於自我，大我還原於小我。工業化的價值認同著重在合法性認同、意識形態認同、生産方式的認同。後現代認同的特點則在於潛意識認同，生活方式認同，重建主體的認同，是解構之後重建的價值認同。

認同是人類在群體中一種非常重要的感覺。每個人都不願被遺漏，也不願被孤立，更重要的是歸屬感的滿足較容易帶來安全感。認同也是自我認識的一個重要過程，透過認同在同一群體開啟和強化對「我」的認知，同時也透過認同在不同群體中定位出「我們」與「他們」。因此，人類有了性別、宗教、社會生物、種族、階級、民族、和文化等認同，這些認同深深地影響每個人的行動，也是認同力量的重要來源。

本文的認同焦點定位於在台灣備受爭議的國家認同。首先，我們必須對國家認同予以正名，台灣的學界和言論市場習慣以national identity來代表國家認同，但是正確的國家認同在英文語詞中應該是 state identity（施正鋒，2001）。以national identity來稱呼國家認同將掉入nation-state的範疇裡，national identity 代表的應該是民族的認同，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雖然相關但是具有不同的內涵與層級的差別。我們或許可以說，國家認同是對於國家機器或政治體制的認同，或是「效忠共同的一套價值觀、象徵、以及政治、經濟、文化制度」（施正鋒，1999：178）。 

在探討台灣的國家認同時，其所關注的面向應超越統獨立場與族群認同的影響（江宜樺，1998）。國家榮譽感（national pride）和國家選擇也是重要的變數。「中國」、「台灣」與「中國人」、「台灣人」的定義夾雜許多政治、族群性、民族性、歷史、和文化的意涵（蔡英文，1997），同時也有來自外部因素（如中國與美國）的壓力（袁鶴齡，2002）。
國內對族群議題與統獨立場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不論是以族群性與族群政治（施正鋒，1997）、族群經濟差異（林忠正、林鶴玲，1993）、國家認同之理論探討（蔡英文，1997；蕭高彥，1998；江宜樺，1998、2001；張茂桂，1993、1997）、國家認同與民主化（吳乃德，1997；吳叡人，1997；游盈隆，1997；林佳龍，2001）、和國家認同之新方向（蕭新煌，2000；蕭全政，1995），都已經有了相當豐富的討論。

在與公民民族主義相關的研究方面，陳其南（1992）以公民意識探討台灣發展成公民國家之可能性。張茂桂（1993）也以較傾向自由主義與憲政主義的觀點討論台灣的民族主義。江宜樺則從自由主義的觀點來看台灣的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議題。林佳龍（1999，2001）則有較直接的與公民民族主義的論述，雖然欠缺實證上的驗證，但是他肯定公民民族主義是項值得研究的方向。

國外對於民族主義的論述也相當多，Ernest Gellner（1983）主張民族與政治應相結合，即所謂的政治單元與民族單元合一。而Benedict Anderson（1983）則認為民族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imagined political community)，民族的認同都是經過想像、塑造、或是捏造出來的。E.J. Hobsbawn（1990）雖然同意Gellner 的民族與國家相互產生，但是他認為是國家和民族主義創造了民族，因此民族不單是血緣團體的地域性結合，它是意涵著現代公民概念的政治共同體。Anthony Smith（1991）則反對民族民族是被想向或塑造出來的，民族是具備族群因素，這些因素包括族群名稱、共同祖先、共享的歷史記憶、以及共同的故土，因此民族的形成不全然只是主觀的認定或想像。

壹、台灣沒有族群問題，只有國家認同問題？ 

在經歷民主化過程中族群對抗後，台灣政治場上的正確語言是台灣沒有族群問題，只有國家認同問題。這種說法可能來自族群操弄已經變成全民公敵，因此改口將族群問題埋沒掉。也可能是族群問題對國家認同問題造成太大的困擾，因此將這兩個問題脫鉤有助於後者的建立。但是，這樣的脫鉤後，族群問題真的就不存在，或者是不再困擾國家認同的建立？

台灣內部一直存在族群問題，只是福佬人與外省人的主客易位；客家人的問題也存在，原住民族的問題也沒有隨著民主改革而有立即且明顯的改善，加上數目日增的外來人口（包括外籍配偶與外籍勞工）。

傳統分類將台灣的住民劃分為原住民、福佬人、客家人及難以稱謂的外省人（施正鋒，1997；林修澈，1995），在此處的外省人指的是在1945年後陸續從中國大陸來台定居的人。外省人的稱謂在90年代後漸漸出現爭議，因為其隱含著所謂本省與外省的簡單二分法，而這種「本」與「外」的界線正是省籍情節的癥結所在，且在凍省之後，事實上台灣已不存在所謂本省、外省之差，因此有些人提出以「新住民」的稱呼來相對於原住民，而福佬人及客家人則為「早住民」（Shih， 1996）。

回顧台灣的族群問題，首先得確認台灣族群多元化（ethnic diversity）的事實，台灣的族群問題從早住民來台開墾後展開，早期乃是移民者與原住民的爭鬥，在面臨原住民此共同威脅時，福佬人和客家人因同漢人而聯合對抗原住民，但是漢人內部仍是存在許多矛盾，福佬人與客家人在語言和習俗上有很大的差異，因此其衝突的因素仍然存在，即便是同為福佬人，漳、泉之間的爭鬥也是台灣早期族群衝突的主要例子，因此我們習慣描寫早期的台灣族群議題為漢人與原住民的爭奪以及福佬人與客家人的械鬥。

日據時代對台灣的族群意識產生了很重大的影響，日本人以新的統治者身分，藉著政治和語言的手段，終結了福佬人和客家人二元對立的局面，在面對一個更新且更巨大的外來族群（日本人），儘管大多數人在日據時代可能只有地方認同，而無國家認同（蕭新煌，2000），但福佬人與客家人已開始形成「台灣人」的意識，甚至稍後在美國威爾遜總統（Thomas W. Wilson）所提的民族自決、俄國10月革命、和中國的五四運動影響下有了獨立建國的運動產生。

在第二次大戰後台灣被國民政府接收，在這個島上的人有了中國人的意識與認同，許多人歡欣鼓舞地慶祝脫離日本殖民並歡迎這個新認同（彭明敏，1983）。但是這個中國人的意識在二二八事件後變成了一個被迫植入的認同，新住民對早住民的態度是以王者之師來接收被日本帝國主義奴化許久的台灣人，許多族群意識的混淆在此產生，誰是中國人？誰是日本人？誰是台灣人？二二八奠定國民黨政權統治台灣的基調-即中國人的認同與中華民國的法統是不容挑戰，必要時以武力掃除破壞以認同和法統乃正當且必要的行為。如此高壓的作法將許多民主改革、公共事務、和國家定位的問題都與族群問題交錯在一起（紀舜傑，2003）。
一、原住民之議題

原住民族的定義乃指某一族群「其祖先與他們現居或原居住土地的關聯性，高於目前較具勢力的其他人的祖先與該土地的關聯性，而且他們可以再分為許多明顯不同的社群。」（林淑雅，2002：5）。早在漢人來台開墾前，台灣已有居住在山區的阿美、泰雅、排灣、布農、魯凱、卑南、賽夏、鄒、和雅美族，以及居住於平原的平埔族，而平埔族又可分為葛瑪蘭、凱達格蘭、巴布札、洪雅、巴則海、邵族和西拉雅等族。

原住民在17世紀漢人開始來台開墾到20世紀初期期間，所經歷的衝擊主要是在社會文化變遷造成的量變，他們仍舊可以以武力抵抗外力的侵入，但是到了二次大戰後，原住民在台灣社會經濟的變動下造成了質變，在漢人文化的強大整合壓力下，其自我意識及族群認同遭到莫大的打擊，國民黨政權的施政基本出發點是認為原住民族是有生存問題的族群，因此施政上只以表面的經濟觀點出發，對於原住民的社會特質、民族習性、社會組織的特別性卻未能加以考慮，在最強勢的「中華文化」壓力下，執政者認為原住民只要融入此主流文化便可解決問題。

原住民的主體性自決意識後，1970年代起隨著台灣本土化的開展而逐漸增強，到了1984年時所成立的「台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則代表著原住民在台灣社會正式由第三人稱轉為第一人稱來認定自己（孫大川，2003）。1995年憲法中將「山胞」名稱改為「原住民」是另一個里程碑，而1996年底所成立的「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代表著一個最高統合原住民事務機制的完成。

這些施政可被說成是政府對原住民的具體關懷，但政府組織的成立並不代表問題的解決，原住民村落的持續流失和文化認同的危機未獲改善，證明問題仍繼續存在。原住民族需要的是認同權、文化權、財產權、補償權和自決權（施正鋒， 2000），這些權利的追求必須落實在制度上，不能再讓關懷原住民淪為道德正確性的口頭宣示，也不要讓少數個人或團體以原住民的權益代言人自居而謀求私人的光環與利益，而忽略了真正的問題解決。此外，台灣政治民主化對原住民的意義為何？民主制度的確認是否使得原住民在自授權利上獲得改善？在協商式民主的發展過程中，原住民的利益是否受到尊重？此外，原住民族在台灣的國家認同上是位於哪個角度？「中國人」「台灣人」對原住民族的意義為何？這些都是必須大家共同面對的議題。

二、早住民與新住民的議題

福佬人與客家人在新住民來台之後，表面上兩者曾同被歸為「本省人」或「台灣人」，但其實內部仍是存在一些矛盾。客家人的不滿來自於福佬人的沙文主義，雖然閩客的械鬥已成歷史，但事實上兩方仍殘存一些根深柢固的成見，客家人在人口比例上的份量佔了15％，但在彼此的瞭解認識上，福佬人比較不瞭解客家人，這從會講福佬話的客家人比例高於會講客家話的福佬人的比例便可看出。而且客家語言的傳承與文化流失都是令人憂心的問題。根據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葉菊蘭表示，客家話每年以5％的速度流失；13歲以下客家小朋友會說客家話的比例不到11％。
 因此，語言的維護與發揚光大便成了客家人自我認同的一大訴求。

在政治上，客家人雖有族群的代表人物，但在福佬人與新住民的鬥爭上，客家族群常扮演一些微妙或無奈的角色。當福佬人號召對抗所謂的「外來的中國人」時，福佬人認為客家人是屬於台灣人的盟友。但站在客家人的立場看來，客家文化並未受到應有的尊重，且本土化的許多層面都是指「福佬化」或「閩南化」，這樣的結盟是否只在福佬人的戰鬥策略上而已，與實質的權力分享並無對等的關係。
與客家人相比，新住民的議題在於對未來的危機感。新住民在來台後以不到15％的人口操控台灣並掌握了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上的資源優勢。這些優勢的維護製造且加深了台灣戰後的族群問題，對新住民而言，其民族想像乃是中華文化、美麗的故國河山和5000年的悠久歷史，對台灣產生的頂多是居住地的認同。這些認同隨著其優勢的流失而形成了一種危機感，特別是中國大陸的發展讓他們很難產生新的想像，共產主義與反民主的高壓統治的中國絕不是值的驕傲的祖國，但在台灣這片土地上，似乎有股不只要將他們推出權力核心，甚至是要將其邊緣化的強大勢力。「台灣人要當家作主」是否意味著清算？李登輝執政代表的是「台灣人的總統」、「」外省人要把台灣還給我們，所以當初李登輝以中華民國總統兼中國國民黨黨主席的身份發表「國民黨是外來政權」、「台灣人的悲哀」「兩國論」等論點時，這種衝擊讓新住民有失根且不知何去何從的茫然。
選戰中常被使用的「省籍牌」更加深了早住民與新住民之間的縫隙。當許多政治人物表面上高喊炒作族群牌就是民族的罪人時，事實上他們都在利用族群動員且將「你」「我」概念加強分化。在一人一票的計量上，族群牌的運用只會將明顯少數的新住民推入更陰暗的角落。我們該努力的是找尋一個新的認同來逐漸消除存在於早住民與新住民之間的矛盾。

貳、國家認同中的族群因素

處理台灣的族群問題，我們必須參考加拿大學者Will Kymlick（1995）處理族群和差異政治的觀點。他認為一個人之自由與其所有之文化身份密切相關，個人尊嚴之維護與其是否享有自主性互為因果，無自主性的人不但尊嚴受損，個人的發展無法取得平等的地位。更大地範圍在於個人所屬的文化提供個人選擇如何生活的脈絡，並提供意義、認同及歸屬感，這些因素都是個人自主性實踐的必要條件。因此當個人文化成員身份處於不利處境時應以差異權利設計加以改善之，社會正義才能落實至每個人身上。他認為在現代民族國家建立過程中，往往要塑造所謂的主流文化，使弱勢文化受到欺凌。他認為一個National State越尊重少數族群的文化，這個國家的國家認同就越穩固。

根據「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的精神，一個人可以同時有多重認同，尤其是國家認同與族群認同為上下位階，應該是可以相互包容，只要前者不是根據多數／支配族群的意願來定義、而且後者的特色保證不被打壓。族群認同和文化認同屬於兩個不同的範疇，但關係極爲密切：前者是後者的基石，後者則是前者的膠合劑。一個人若無族群認同感，固然無法産生族群文化認同感；而文化認同感不存在或不強烈，也無法産生強烈的族群認同感。至於國家認同，則是個政治概念，屬於另一個範疇。在人類歷史上，先有族群認同和文化認同，才有國家認同；國家認同是族群認同和文化認同的昇華，是屬於高層次的認同感。

在此，我們可以美國的種族融合為例，來思考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的新方向。眾所皆知，美國是一個民族的大熔爐，在國家的認同上，大家都是美國人，且不管背景為何，都以成為美國人的一分子為榮。但是美國人代表的並不是文化或族群上的意義，它是居住地與公民籍所在的稱呼，在美國人口普查表（United States Census）並沒有一個族群選項為「美國人」（American）。儘管大家的族群背景不同，但大家都認同「美國人」所代表的意義，此意義即是Michael Walzer（1990）所稱的為了達成單一（oneness），我們必須將族群的不同（manyness）放一邊，「美國人」代表的是居住在這塊土地上的公民，而不是每個人的民族或族群背景，美國人在文化背景上是多元的，但在政治認同上是單一的，那個提供大家單一認同的是美國的憲法和其所衍生的民主體制，民主體制促成大家共同的認同，民主體制也同時是大家所認同的對象（means as well as goal），就如Philip Gleason（1992: 32）所說：「想成為美國人並不需要具有某一特定的民族、語言、宗教、或是族群背景，只要你認同且願意致力於維護自由、平等、和共和主義的信念即可。」

因此，對台灣而言，「中國人」可以代表是文化和族群的認同，就像華裔美國人稱為Chinese-American一般。但在政治上，無可爭議的我們都是居住在台灣領土上的公民，因此「台灣人」代表的是與「美國人」同樣的政治地位，且稱為台灣人並不意味著一定得切斷對中國文化、歷史、和族群背景的認同，就像福佬人、客家人、和原住民都可以繼續保有自己族群認同一般，此種「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強調的是所有公民都追求並共同遵循一個單一政治意志（a single political will），這個意志來自那部集合眾人意志的憲法，和一個誓死維護此憲法的政府，此種民族主義與傳統的「族群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不同，後者強調先有民族，才形成國家，但公民民族主義的方向則是先有國家，然後自然產生一個新的民族（Nicolas, 1999; Lin, 1999）。
傳統的族群民族主義強調的是共同的文化、歷史、神話等種種想像，此乃Benedict Anderson（1983）所稱國家是一個想像的團體（imagined community）。在這種想像中，共同的歷史與語言是基本條件，因此對那些不同語言和歷史背景的族群是具有排它性，此種排斥容易造成在同一個國家中有主流、優勢文化與邊緣、劣等文化之分，這對族群的平等地位有相當程度的傷害，因此，在多族群的社會裡，以族群民族主義為號召是容易播下族群對立與衝突的種子。族群問題可用多元文化解決，國家認同則是完全政治的建構。憲政改革可以認同多元文化，可以藉著對各種文化的承認與尊重引領出讓不同文化認同的人願意凝聚在不得不接受的政治認同。

参、台灣近來的國家認同爭辯

2004年總統大選期間有人建議擱置國家主權議題，統獨休兵。但是統獨休兵就代表國家認同無爭議？當然不是，國家認同的內涵不止在統獨立場的辯論，從通用與漢語拼音的選擇、歷史教科書的編寫、國家考試閩南語試題的妥適性等教育文化議題，到諸如中國配偶、三通、高科技業登陸、中國人士來台等兩岸議題，甚至諸如東協加三等區域經濟合作、護照加註台灣、外交策略等，表面上雖是政策的專業討論，卻無一不觸動國家認同，也牽涉到我們經由對中國的關係來自我定位的問題。

許多人譴責執政的民進黨嘗試以意識型態來主導台灣的歷史教學內容，但是我們必須瞭解，對歷史的重新建構是建立新的認同的必經手段，對泛綠陣營而言，台灣當前的認同問題都是國民黨執政下，透過教育所種下的惡果，這個惡果成了難以解脫的魔咒，只能說國民黨的中國人認同，中國文化認同已經根深蒂固。透過學校的教育，在台灣成長的小孩必經中國人的階段，然後再藉由高等教育的修正、個人體悟的衝擊、或是社會化的洗禮，掙脫出國民黨的束縛，發展出台灣的認同。歷史建構的權力本就該掌握在執政者手中，民進黨怎能自我閹割放棄掌握這個最基本且有效的認同機制，與國民黨統治的差別在於，國民黨並沒有開放或經由公共討論的過程便強硬地栽種中國認同，甚至高壓迫害任何質疑的聲音；但是今天民進黨無力也無意借用國民黨的手段，在民主改革後，認同的建構必然經歷百家爭鳴的過程，多元參與和容忍歧異成為民主的政權的評量指標。這是台灣認同的形塑過程的必經過程。

一、去中國化之意涵
中國化或是中國文化是台灣在建立屬於自己的文化認同上的最大干擾，今天如果那個最大干擾是日本文化或是美國文化，那去日本化或是去美國化便會是主要訴求。我們對中國文化不應也不會存有敵意，今天騷擾台灣的是中國政府（政治上的力量），中國文化是媒介也是工具，藉著中國文化的束縛和召喚，這個巨大幽靈存心讓台灣掙扎在文化脫離的徬徨和罪惡感中。
台灣的多元文化應該包含中國文化，中國文化也可以豐富台灣的文化內涵，但是中國文化不能成為台灣的主體文化，其文化原因為台灣需要一個可以清楚自我認同和他人辨認的文化，在歷經西方和日本殖民後，台灣的文化內涵早已脫離中國文化的全盤控制，加上台灣在現代化的程度上一直是超越中國，在文化位階上即使我們不自大地認為我們是在上層，也不可以自卑地認定自己是位於其下方。台灣一直是在政治的壓迫下接受中國文化，從歷代中國政權的統治台灣便可看出。今天我們想擺脫中國化的原因為我們不願意再繼續接受來自中國的壓迫，中國是這個世界上最敵視台灣的國家，例證存在於國際上無情的打壓，軍事上的威脅也是台灣人不安全感的主要來源，若是能擺脫中國的武力威脅，台灣邁向一個正常化國家的腳步必定更加穩健和快速。對於這樣的國家，我們避之唯恐不及，怎麼會還努力地認同他的文化，甚至是遵崇他的文化為我們的主體文化呢？
由於對台灣主體意識的排斥，台灣許多的退役將領領著優渥的退休金到中國去安享晚年，如果他們能克服服役時對中國共產黨心理上和口頭上的國仇家恨，願意以人不親土親的態度去重新擁抱那塊土地，他人本來是沒有資格作任何批評。但是，這樣的和解心態並不像美國大兵在物換星移後重回越南戰場，昔日的越共敵人現在變成朋友。台灣將領到中國去是將在國內的政治鬥爭戰線延長至中國，且加入足以使內政鬥爭變調的中國因素，他們以幾近裡應外合的方式將對民進黨的恨，在中國與台灣內部的反對勢力唱和。我們很難想像有一天如果海珊的舊勢力重新掌控伊拉克且再度與美國為敵時，鮑爾竟然跑到伊拉克去批評美國政府，甚至是控訴美國兩次伊拉克戰爭的不是。

從表1我們整以出關於台灣認同與中國認同的拉扯可能結果。而表二則是整理出兩種認同的優、劣勢。

表1：台灣認同與中國認同之可能結果
	
	中國認同
	

	   
	妥協
	反抗

	妥協

台灣認同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中華民國萬歲

中國史是本國史

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反抗
	台灣正名

去中國化

中國史是外國史
	兩種對抗繼續


表2：台灣認同與中國認同之優勢劣勢比較

	   
	   台灣認同
	     中國認同

	 優勢
	執政者的權力運用

國名的混淆

民意的匯集
	中國的威嚇

美國的一中原則

國際現實

	劣勢
	美國人的制肘

安全感的威脅
	如何劃清與中國的界線

族群認同的難題


肆、結論

    本文藉著不同層級的認同意識企圖釐清台灣眾多紛擾的原因及可能解決方法。根據「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的精神，一個人可以同時有多重認同，尤其是國家認同與族群認同為上下位階，應該是可以相互包容，只要前者不是根據多數／支配族群的意願來定義、而且後者的特色保證不被打壓。

本文主張族群認同的建立不必然傷害國家認同的一致性。而且透過國家認同的形塑過程我們融入多元族群的成分，藉以化解族群認同的對立。即藉著尊重各族群的認同，一面滿足各族群的要求，但同時要求同化在政治性的國家認同上。

從前，台灣的「社會」與「國家」，常常在族群的概念裡被描述，而非從一個獨立的、正常的國家和社會觀照去描述（李喬，2004）。現在我們必須在同一個國家認同裡論述族群議題。台灣內部存在著各種不同的族群，這是國家共同的資產。

誠如施正鋒（2004）所建議，台灣的多元文化應該包含中國文化，中國文化也可以豐富台灣的文化內涵（圖1）。但是中國文化不能成為台灣的主體文化，其文化原因為台灣需要一個可以清楚自我認同和他人辨認的文化，其政治原因在於我們不願意再繼續接受來自中國的壓迫，中國是這個世界上最敵視台灣的國家，例證存在於國際上無情的打壓，軍事上的威脅也是台灣人不安全感的主要來源，若是能擺脫中國的武力威脅，台灣邁向一個正常化國家的腳步必定更加穩健和快速。對於這樣的國家，我們避之唯恐不及，怎麼會還努力地認同他的文化，甚至是遵崇他的文化為我們的主體文化呢？更何況中國的民族主義高漲，面對這樣的浪潮，我們怎麼會選擇讓其淹沒呢？







國家認同不只是涉及到國家內部民心的凝聚，也嚴重地關係到對外的關係，甚至是國家安全（施正鋒，2001）。一個國家認同分歧或是錯亂的國家不但讓其他國家無所適從，也容易讓有野心的敵國有可乘之機。在本文所論述的許多種認同中包含了政治力和其他力量的作用，但是國家認同必定是政治力的結果，因為國家認同是政治的認同。族群與多元文化的問題，我們可藉由多元文化主義予以化解，台灣必須擺脫族群認同或是文化認同對國家認同的干擾，國民黨來台統治後完全忽略族群和多元文化問題，且以高壓手段處理國家認同問題。民主化改革後，這些問題是我們民主鞏固的嚴峻挑戰，當民主已成為唯一的遊戲規則時，任何認同都無法再使用強行植入的手段，但是以國家利益為最高指導原則的認同建立必須在有主導力引導的情況下進行。國家認同的過程也許充滿爭論、溝通、妥協、和鬥爭，但是敵、我的界線應該非常清楚。台灣無論如何都不該再將自己的國家認同牽涉入敵人的圈套或是認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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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建構中的台灣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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